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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出與引退:丙午年間張元濟宦跡探微

楊巍巍

[提　 要] 　 1906 年的短暫復出,是戊戌以後張元濟為數不多的仕進之舉,此段經歷對其影響甚大。

張元濟此次復出,應是在學部奏調之下促成,並不能歸於瞿鴻禨的直接召喚,而立憲改革的時代氛

圍則是其復出的深層誘因。 在京期間,張元濟提出的外務部人事革新主張引起極大爭議,並因此遭

到長官同僚的指責,這成為他告假南歸的主要原因。 其中張元濟與唐紹儀之間的矛盾,既包含著見

解之爭,又夾雜著人事之爭,更關聯著政治集團的較量。 張元濟南歸以後,外務部多次催促其來京

供職。 為擺脫外務部的牽擾,張元濟遂向學部奏請出洋考察,並在獲得學部堂官同意後重返京城。

但進京後張元濟卻未能如願出洋考察,其人不僅再次遭到同僚非難,還面臨捲入政治集團鬥爭的風

險。 於是他迅速抽身南下,並辭去各項官職,從此絕意仕途。 丙午年間張元濟的復出與引退,某種

程度上也是預備立憲前後士人與清廷離合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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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以後,士人與清廷之離合是影響政局走向的重要因子。 丙午(1906)年間,五大臣出洋考

察歸國及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成為影響士人與清廷關係的重大事件。 恰在這一年,早已告別官場的

張元濟重新復出,卻又在官場勾留數月後再次引退。 丙午年間張元濟在政界的短暫經歷,為觀察這

一時期士人與清廷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可分析的樣本。
作為近代重要人物之一,學界關於張元濟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 但既有研究對於張元濟丙午

年間的為官經歷卻較少涉及,或有論及也大都止於概述。①近來,有學者依據《張元濟全集》對丙午

年間張元濟在京活動及去職因由做了粗略梳理。②不過,由於史料相對單一,文章所論難免有若干

史實錯誤,且對其第一次離京返滬因由、與唐紹儀意見不合、第二次北上入京因由等重要問題也缺

少相應分析。 有鑑於此,本文擬在既有研究基礎上,綜合檔案、全集、信札、報刊、筆記等多種史料,
對張元濟丙午年間官場勾留的相關行跡予以考訂,著重分析張氏兩次進京和離京的多重緣由,希冀

為理解預備立憲前後士人與清廷之關係提供幫助。

一、立憲的誘惑:復出

1905 年 12 月,清廷在中央設立學部,專管全國教育事務。 新部設立,需才孔亟,未幾,學部即

381



奏調張元濟進京佐理部務。 對於學部的奏調,張元濟卻頗為猶豫。 在給友人汪康年的一封信中,張
元濟寫道:“學部奏調,弟意不願入京,然亦未決。”③所謂“不願入京”,大概出於兩個因由:

其一,張元濟對清廷相當失望而無意仕途。 經戊戌、庚子兩變,不少士人對清廷極為不滿。 如

陳三立在 1901 年的《蜻廬述哀詩》中提到“維彼誇奪徒,浸淫壞天紀。 唐突蛟蛇宮,陸沉不移晷”,
將以慈禧為首的清廷諷刺為“蛟蛇之宮”。④因戊戌案而獲咎的張元濟同樣對清廷不滿,在與友人的

交流往來中多有流露,直陳清廷所舉新政不過“係急抱佛腳”、“仍是諱疾忌醫”。⑤正因如此,張元

濟早已倦於仕宦,並曾婉拒了其座師軍機大臣瞿鴻禨的復出邀約。⑥故學部調令下後,張元濟的“不
願入京”不應看作是一般士人的謙讓姿態。 彼時的張謇、湯壽潛、蔡元培等人也無意於功名仕進,
他們或投入實業,或投身教育,或捨身革命,在官場之外尋求新的救國之路。 而加盟商務印書館,則
是張元濟試圖以出版事業來“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救國選擇。

自 1902 年加入商務印書館後,張元濟積極從事“最新”教科書的系列編纂工作,並獲得巨大成

功,商務印書館也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型印刷廠一躍成為全國重要的出版機構。 是時,張元濟對

在商務印書館的工作狀態頗為滿意。 1904 年其致函汪康年稱:“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

書,頗自謂可盡我國民義務。 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作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⑦

認為編纂教科書比在京做官還有價值,可見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獲得了人生志業的舞台。 因此,面
對學部突如其來的調令,張元濟自然是頗為猶豫。 故而,對商務印書館事業的熱愛是張元濟“不願

入京”的另一因由。
不過,官場人事的變動往往關聯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內幕。 熟知官場隱性規則的張元濟自然希

望弄清學部奏調背後的來龍去脈,以探明情況後再作打算。 基於此,他遂請汪康年為其調京之事再

為一探,“政府如何回答? 原摺究作何語? 統祈示悉,以便預籌對付之策。”汪康年先後於 1906 年 1

月 15 日、2 月 1 日、2 月 8 日連修三函寄給張元濟,目前基於史料的缺失,無法得知汪康年信中的具

體內容。 但張元濟在收到汪康年的信函後,經過一番慎重考慮,最終同意入京。 在 2 月 21 日的覆

信中,張元濟表示“學部奏調函電絡繹,敦促北上。 此事究於前途關係至大,已允痔疾稍痊,即便就

道。 惟行期尚待定耳。 到京之後,決不久留。 如有人詢及,乞代宣布,弟不欲與人爭,不可不使人知

我意也。”⑧可見張元濟此時內心仍然十分糾結,既擔心自己的前途志業,又顧忌官場的人事紛爭,
故而即便答應就職學部,也不打算在京久留。

關於張元濟的此次復出,不少研究者將其歸於瞿鴻禨的直接召喚。 如汪家熔即認為張元濟

“除了 1906 年因為瞿鴻禨,是他的‘受知師’,一再催促,師命難違,在學部和外務部曾呆過幾個月

外,九年中多次被任命各種官職都堅辭不就,而從事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編輯出版工作。”⑨黃劍也稱

張元濟是“在瞿鴻禨等人招募下北上,重返政界”。⑩上述結論的依據不外乎時任軍機大臣瞿鴻禨是

張元濟的座師,且瞿鴻禨曾在 1904 年通過汪康年勸說張元濟來京復出,加之此次張元濟又是向汪

康年探問學部奏調內情,因而難免給人一種張元濟復出是由瞿鴻禨直接召喚的印象。
不過,在嚴修的追悼會上,陳寶泉卻指出:“(嚴修)所薦拔者,如張君元濟,范君源濂,林君灝

深,戴君展誠,羅君振玉,劉君寶和,陳君清震等。 泉之不材,亦與其列焉。”􀃊􀁉􀁓由於陳寶泉與嚴修關

係極為密切,故這篇回憶文章頗具參考價值。􀃊􀁉􀁔關曉紅根據陳寶泉的回憶,認為張元濟是由學部侍

郎嚴修舉薦而來。􀃊􀁉􀁕此外,關曉紅在論述學部尚書榮慶之時,還直接引用《蒙古鄂卓爾文恪公家傳》
一文內容“及創立學部,公(榮慶)奏請開復廢員張比部元濟,調部任用。 又徐編修仁鏡,以父子靜

學士、兄研甫編修皆於戊戌獲重咎,久隱不仕,公亦奏調之,且再三敦促其入都供職焉”,􀃊􀁉􀁖以此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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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榮慶在用人決策方面的魄力和膽識。 如此看來,張元濟此次復出似乎又是學部大臣直接奏調的

結果,而不同於瞿鴻禨的召喚之說。 結論的分歧預示著問題的複雜性,關於張元濟復出因由實有重

新探討的必要。
在 1 月 19 日寫給汪康年關於學部奏調的第一封信中,張元濟開篇即稱:“久未通訊,伏維動定

多福。”􀃊􀁉􀁗可知張元濟、汪康年二人已相當一段時間沒有聯絡,加之此信目的是向汪康年打探學部奏

調內情。 據此推斷,瞿鴻禨召喚之說的可能性不大。 蓋 1904 年瞿鴻禨邀約張元濟復出之時,是先

通過汪康年徵詢其意見,在其明確表達不願出仕的意向後,瞿鴻禨便沒有進一步強求,清廷更無相

關政令發出。 而此次學部奏調在政府明令發出後,張元濟仍不知其中內情,可推斷性格謹小慎微的

軍機大臣瞿鴻禨並未提前聯繫張元濟。 張元濟之所以向汪康年打探學部奏調內情,實因二人兼有

同鄉、同門之誼,更曾在維新運動、墅浦鐵路、滬杭甬鐵路等事務中密切協作,私交深厚。 尤其是作

為清末著名的報人,汪康年消息極為靈通,因此張元濟在得到學部奏調的消息後,才會第一時間向

同為瞿門弟子並在京任官的汪康年探詢內情。 綜上所述,張元濟復出顯然並非出於瞿鴻禨的直接

召喚。
在寫給汪康年的信函中,張元濟迫切想知道政府如何作答,原摺究作何語。 據《清實錄》記載,

學部尚書榮慶以“編纂教科書頭緒紛繁,擬調已革刑部主事張元濟分任纂校,並請予開複。 得旨,
張元濟著准其開復原官”。􀃊􀁉􀁘可知學部是以編纂教科書的名義奏調張元濟。 而據當時的報紙記載,
編纂教科書確實是學部成立之初的三大要政之一。􀃊􀁉􀁙在張元濟答應赴京及進入學部後,教科書編纂

審定工作一直在持續推進。 可見學部確實有編纂教科書的需求,而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所取得的

成就正好能夠為這一需求提供助力。 是時,學部為充實學務人員,起用了不少“戊戌案內被誣人

員”􀃊􀁉􀁚,張元濟僅是其中之一。 據此推測,張元濟的復出應是在學部直接奏調之下促成。 除此之外,
是否另有其他因素影響,還有待於更多的相關史料予以補充。􀃊􀁉􀁛

拋開外部的舉薦之說來看,當時的立憲氛圍應是張元濟願意復出的深層次因由。 早在維新運

動期間,張元濟即有革新政制的主張。 退居滬上以後,張元濟常與張謇、湯壽潛、趙鳳昌、鄭孝胥、張
美翎、汪康年等人交談互通,逐漸形成立憲救國的思想。 而日俄戰爭的刺激,則使張元濟等人積極

探索立憲實踐之道。 因此,早期無論是從事教育出版事業還是創辦《外交報》,均可視為張元濟以

啟發民智來為政治革新所做的準備。 而創辦《東方雜誌》和組織人員編譯《日本法規大全》,則可看

作張元濟為立憲運動營造氛圍的努力。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張元濟還直接參與到立憲運動中。 日

俄戰爭期間,張元濟與張美翎等立憲士人一面提出派遣大臣考察各國政治的主張,一面策動督撫岑

春煊、樞臣瞿鴻禨等人奏請立憲。􀃊􀁊􀁒因此,清廷是否立憲成為影響張元濟出仕的關鍵性因子。
1904 年 3 月在給友人趙鳳昌的信中,張元濟談到:“至舉行新政,係急抱佛腳,然亦有表裡相應

之道,似不可缺。 朝廷真有悔禍求生之意,何事不可舉行? 若猶未能,則仍是諱疾忌醫,必至無可救

藥。”􀃊􀁊􀁓其中所謂的“表裡之道”,即應在編練新軍、獎勵實業、興辦學堂、選派留學生等舉措之外進行

政治改革,而“何事不可舉”即有呼之欲出的憲政改革訴求。 因此時尚未看到清廷有實行憲政改革

的決心,故張元濟才會在當年婉拒乃師瞿鴻禨的復出邀約,進而發出“如今時勢,斷非我一無知者

所可補救”􀃊􀁊􀁔的負氣之言。
而在學部發出奏調之令的 1906 年,立憲運動逐漸進入新的階段,清廷先後派出五大臣出洋考

察政治,促使士人對於立憲政治抱有強烈的期盼。 張元濟在與汪康年等人的溝通往返中,亦可能揣

摩到朝堂之上尤其是清廷內部對於立憲的態度,這讓他重燃政治希望,故有進京一探的打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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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張元濟此次復出,不僅是外界舉薦勸說的結果,更是立憲的時代氛圍促使他重新踏入官場。

二、失意的抽離:南歸

3 月下旬抵達北京後,張元濟並未直接到學部報到,而是先行拜訪汪康年等人,既是敘舊,亦是

論事,更可能為來京之後的舉措預為謀劃,及至 31 日方到職。 因頗受學部堂官重視,故而能夠與聞

機要。 是時,學部“乃新成立者,凡重要文件,多由羅振玉起草,張元濟、李家駒、范源濂、陳寶泉等

參與意見,幾經修改,然後取得榮尚書同意,始能決定奏發”。􀃊􀁊􀁕事實上,張元濟也草擬了一些如《學
部辦事章程》等重要文件。􀃊􀁊􀁖除辦公時間外,張元濟還多次私下與嚴修等人晤談。 在嚴修等人的信

任下,張元濟頗欲有所作為,先後擬具《獎勵捐款興學議》、《議改良留學日本辦法》等各類公文十

多份。􀃊􀁊􀁗

張元濟入職學部“未及兩旬,復蒙外務部奏調,並請以員外郎補用”。􀃊􀁊􀁘然而,不僅張元濟本人不

願接受調任,學部堂官私下亦不肯應允。 學部中人“請其至外部稟辭”􀃊􀁊􀁙,張元濟遂呈請外務部“收
回成命”􀃊􀁊􀁚。 不過,他的請辭並未成功。 學部本擬出面奏留,“又因該主政為總理衙門之章京,係屬

舊署,未便爭執”􀃊􀁊􀁛。 但清廷也洞悉其中隱情,下旨讓張元濟兼職兩部,既供職外務部,又歸學部

差遣。
清末外務部雖位列中央各部之首,內部卻相當腐敗。 張謇即稱“窺外務部諸人者,昏而懦”。􀃊􀁋􀁒

辜鴻銘在給光緒皇帝的奏摺中則進一步論到:“臣觀今日內外大臣所用一般辦理外事之員,率皆樹

立私黨,非其舊屬故吏,即係採聽虛聲,羅致門下,彼此藉以自固。 故奔競夤緣者,易以幸進,而賢能

廉退之士,反無自而升。 此外事所以日形荊棘,幾幾乎無從下手者,職是故也。”􀃊􀁋􀁓報刊也常以《論外

務部內容之腐敗》、《外務部推諉》􀃊􀁋􀁔為題而對其予以批評,這也是張元濟不願入外務部的原因之一。
而外務部堂官也並非不知內部之積弊,故有儲才館􀃊􀁋􀁕之議,擬從人才培養方面除舊布新。 張元濟到

外務部後,主要活動就是圍繞儲才館事宜而展開。
張元濟獲准在外務部、學部兩部兼差的時間是在 4 月 25 日,但據《張元濟年譜長編》記載,他 5

月份活動的重心似乎仍在學部􀃊􀁋􀁖,其實不然。 大約在 5 月中下旬,張元濟已有《條陳外交學堂事宜

說帖》、《條陳外務部事宜稿》􀃊􀁋􀁗等文稿上呈外務部堂官,內容就是圍繞外務部人事革新而發。 6 月 4

日,張元濟被正式任命為儲才館提調,不料未及兩旬即告假南歸,匆匆出京。 關於張元濟請假離京

的原因,其自述是“因與唐紹儀意見不協”􀃊􀁋􀁘,學界以往研究亦多以此為據。 也有學者引用張元濟寫

給瞿鴻禨的信函“惟長官未盡融洽,同列復多猜嫌”􀃊􀁋􀁙,用來說明張元濟辭職的緣由􀃊􀁋􀁚。 但張元濟因

何與唐紹儀意見不合,又因何遭到同僚猜忌,既有研究大都語焉不詳。 筆者綜合各類資料,擬就此

問題試作分析。
張元濟在外務部期間,先後擬就《條陳外交學堂事宜稿》、《條陳外務部事宜稿》、《代外務部擬

辦理儲才館事宜奏摺》、《儲才館暫行章程》、《儲才館辦事章程》、《儲才館學習員章程》等公文。 其

中,前 3 份主要陳說主張,大意是“將本部丞參或調或放,郎員以下多放外官而廓清之,另調熟悉

(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入部辦事”。􀃊􀁋􀁛將外務部堂官以下人員皆為疏通他調,他的這一主張不可不謂

過於激進。􀃊􀁌􀁒至於張元濟為何提出這一主張? 他在條陳中稱:“本部司員現計五十餘人,以後新到署

必閱四五十年方能得一記名道府。 升途過隘,策勵為難。 前列者以積久而疲,新進者以難進而懈,
甚非所以用人之道也。 功名之士亟思自奮,若令浮沉郎署,必至裹足不前。 且時局日新,事變日幻,
亦斷非現在各員所能勝任愉快。 雖在僚友,無可諱言。 為將來計,不可無獎勸之方。”在張元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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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疏通舊有人員是為了吸引功名之士,這樣國家才能得人而治,故而需有此破格之舉。 或許意識

到可能引發的非議,他在條陳末又加以解釋:“右之所言並非好為其難,蓋實深痛本部腐敗情形,不
能不為此正本清源之策,而又有感於堂憲納諫之誠,望治之切,故不辭越俎之嫌,而瀆陳如右。”􀃊􀁌􀁓然

而,其主張被披露後還是引起極大爭議。
《北京日報》是較早關注張元濟條陳的報紙,該報即認為“此議似是而實不然”,並指出“外部人

材固然用不著蔽塞迂陋等輩,然一旦廓而清之,恐頭緒茫然,接手亦絕不易也”。􀃊􀁌􀁔上海的立憲派報

紙《時報》也指出,“以今日新舊遞嬗青黃不接,海內全才能有幾人? 若用此說,恐必窒礙而難行

也”􀃊􀁌􀁕。 張元濟的主張不僅受到外界質疑,就連友朋也頗為不解。 在聽說張元濟奏調外務部的消息

後,同鄉同門好友汪大燮起初頗為興奮。 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表示:“菊生到京,聞外務部奏調留

部,自必有所建白,能無阻力否? 外部改良,各使館改良,外交方有起色。 事急矣,誰歟成此大功

者?”“菊生入京,聞有條陳外部改良事,能行否? 已行否? 外部不改良,使館不改良,則外交終無起

色。”􀃊􀁌􀁖及至得知張元濟的具體主張後,汪大燮連連歎道:“何以菊生思想亦如此淺薄耶? 真不可

解。”“惟其望學生亦太過,學生即好,亦尚須陶鎔,況學有成者甚鮮耶! 其始與以重資,恐後難為

繼。”􀃊􀁌􀁗朋友尚且質疑,更何況外務部將被疏通的各位司員。 於是,反對者竭力運動。 當時報載:“外
部各司員公呈那協揆(那桐)請轉求慶邸格外體恤,酌予變通辦法,若允照張部郎條陳施行,則各司

員無論實缺候補均情願一律告退。 聞那協揆之意亦不以張部郎條陳為然,因面屬各司員將所擬公

呈自行赴慶邸呈遞,一面由協揆代為轉求。”􀃊􀁌􀁘這或許就是張元濟所說的“惟長官未盡融洽,同列復

多猜嫌”。
至於張元濟自述與唐紹儀意見不合,有學者對此亦頗感困惑,但其中隱情至今未有揭示。􀃊􀁌􀁙若

從當時的政治大氣候和外務部的小氣候分析,或有助於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陳寅恪曾以清流與濁流之分來審視晚清政治:“至光緒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禨、張之洞等,外

官以陶模、岑春煊等為清流;京官以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楊士驤等為濁

流。”􀃊􀁌􀁚作為一種大體把握晚清政治的分析思路,陳寅恪的見解廣為後世學人引用。 庚子事變後,朝
堂之上確實逐漸形成以瞿鴻禨為領袖的清流勢力和以奕劻、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集團。 1906 年以

後,兩派圍繞預備立憲和中央官制改革明爭暗鬥,終致釀成清政府內部的一次重大政治風波———丁

未政潮。 在這一政治格局之下,瞿鴻禨將張元濟奏調到外務部的舉動極具深意,蓋時任外務部右侍

郎唐紹儀即出身於袁世凱幕府。 因之,即便當事二人無意衝突,在朝堂政爭之下亦難免有所摩擦。
再就外務部而言,當時該部由領班軍機大臣奕劻為總理大臣,軍機大臣瞿鴻禨為會辦大臣兼尚

書,滿人那桐為會辦大臣。 唐紹儀雖僅位列右侍郎,卻因出色的外交能力􀃊􀁌􀁛而深受奕劻等人信任,
隱然為外務部實際主持之人。 據盛宣懷的京城坐探陶湘觀察,唐紹儀曾得到慈禧口諭:“外部事應

由汝當家,好好辦事。”於是“外部之事必三藏(唐紹儀)畫諾後方定”。􀃊􀁍􀁒就連當時的報紙也稱“除慶

邸外,唐紹儀氏幾為外務部中第一人,行事俱可獨斷”。􀃊􀁍􀁓此時的唐紹儀“內附奕劻,外倚世凱,權勢

震一時。 凡使臣之更迭,外任之選補,恒多所薦引,朝端皆側目焉”􀃊􀁍􀁔。 而在外務部勢力相對薄弱的

瞿鴻禨對於唐紹儀“平日意氣”尤為不滿􀃊􀁍􀁕,故有強行奏調張元濟入部之舉,以為其助力。
其實,關於儲才館的籌設還是唐紹儀的主張。 大約在 4 月中下旬,唐紹儀就建議“以外交需才

孔亟,所有本部章京即經奏明不復以文字考取,自應設立外交館造就人才”。 這一提議獲得各大臣

應允後,奕劻即“在部提議此事,催令會訂開辦章程及籌款辦法”,並擬調朱有基為該館總辦。􀃊􀁍􀁖朱有

基是晚清大臣朱鳳標之孫,得祖父餘蔭被欽賜舉人,早年在同文館學習,先後充任內閣中書、同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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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調、總理衙門章京等職,曾得奕劻保舉而被召見,時任外務部郎中。􀃊􀁍􀁗據此推斷,朱有基在政治上

接近奕劻一系。 當時報載:“外部奏設外交館,原擬緩圖。 現在某侍郎以速為開辦造就人才為宗

旨,故已派朱伯平丞堂有基為該館總辦”。􀃊􀁍􀁘基於儲才館是由唐紹儀提議而籌設,而唐氏在外務部的

地位又相當特殊,因此報章中的“某侍郎”應是指唐紹儀。 故調派朱有基為儲才館提調一事,應是

唐紹儀向奕劻舉薦的結果。 而在張元濟入外務部以後,外間又傳言其曾謂“部中人員如朱有基輩

有何用處等語”。 結合儲才館提調最終由張元濟接任,所以傳言背後還折射著職位之爭。 此外,若
依張元濟的主張將丞參以下人員他調,一定程度上也會削弱唐紹儀對外務部的掌控,故唐對於張的

主張定是不以為然。 由此看來,唐紹儀與張元濟之間的矛盾既包含著見解之爭,又夾雜著人事之

爭,更關聯著政治集團的角逐。 其時,張元濟的處境已相當惡劣,外間謠諑紛紜,竟有“謂張元濟有

外部堂官之望云”􀃊􀁍􀁙,這難免讓人聯想到其有借改革而謀私人之位的嫌疑。 加之張元濟離滬之前曾

多次申明不會在京久留􀃊􀁍􀁚,故尚未被正式任命為儲才館提調以前,即已萌生去意。􀃊􀁍􀁛6 月 14 日,張元

濟在向學、外兩部堂官請假後,離京南歸。

三、希望的幻滅:北上與引退

對於張元濟的告假南歸之舉,友朋們大都表示理解和惋惜。 汪大燮認為“菊生在外部難得手,
不來亦未始非法”。􀃊􀁎􀁒葉崇榘則感歎:“菊公已出都,所言未見施行,殊可怪歎。”􀃊􀁎􀁓在張元濟離京以

後,其關於疏通外務部司員一節,“因反對此議者竭力運動,故已作罷論。 但擇一二無勢力、無要差

之司員酌量改官以為敷衍,並將各項緊要案卷抽調而各藏其案由以為要挾之具。”􀃊􀁎􀁔在後續給嚴修、
瞿鴻禨等人的信中,張元濟也自謂是“從公三月,毫末無裨”、“趨承左右,建樹毫無”􀃊􀁎􀁕,雖然多少帶

有自謙的成分,也有借此表露自己在京的不得志。 所以張元濟雖是告假南歸,卻已有引退之意。
回到上海大約一個月以後,張元濟在致嚴修的信中謂:“初意本不欲久居京華,重以折足復足

之懼,故屢承慰留,而終思引退。”􀃊􀁎􀁖顯然,戊戌黨禍給張元濟留下深刻教訓,故思之良久,還是打算

引退。 不過,外務部以儲才館開辦在即,屢次“電促該員速為回京供差”􀃊􀁎􀁗。 在此情形之下,張元濟

一面以“才力實不及”􀃊􀁎􀁘,請求外務部另派提調;一面設法謀求出國考察,藉以擺脫困境。
鴉片戰爭以後,國人逐漸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而出國遊學遊歷是接觸西方文明的重要

途徑。 作為清末開新士人之一,張元濟早在戊戌變法之前就已有出國遊學的想法。 1896 年,在黃

遵憲等人的影響下,張元濟出國“遠遊夙志,至此益堅”􀃊􀁎􀁙。 1898 年 3 月,張元濟在給汪康年覆信中

再次提到“勸赴東洋肄業,極合鄙意。 惟家室累我,未知何日方能成行耳”􀃊􀁎􀁚。 退居上海以後,張元

濟也一直未曾放棄外文的學習,以為將來出國做準備。 清末新政時期,朝廷將出國遊學遊歷視為造

就人才之要端而格外獎勵。 1906 年,學部又有選派翰林出國遊學遊歷之舉,令不少趨新士人深感

振奮。 如蔡元培在得知“學部有資送翰林遊學東西洋之舉”後,頗為心動,並稱“數年來視百事皆無

當意,所耿耿者惟此遊學一事耳。”􀃊􀁎􀁛推而論之,張元濟在聽聞該消息後亦應有所心動。 8 月初,以
黃紹箕為首的各省提學使赴日考察團在上海集中,張元濟得與汪詒書、沈曾植等友人相聚,其中葉

爾愷就住在張元濟家中。􀃊􀁏􀁒是月中下旬,學部右參議林灝深等人也經上海赴日本考察學務。􀃊􀁏􀁓或是在

與舊友同僚的交談中,張元濟再次萌生出國遊歷的打算。 尤其是林灝深等人皆是部中“向未出洋

者”􀃊􀁏􀁔而經學部選派前往考察,這讓張元濟看到了出國的希望。􀃊􀁏􀁕9 月初,張元濟正式向學部提出遊

歷日本的請求。
9 月 25 日,學部覆電張元濟:“來函云當遊日本,擬即奉煩會同林朗溪考察東西洋學制,由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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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而歐,並周歷南洋,察度華僑興學情形。”􀃊􀁏􀁖此後,張元濟與學部左丞喬樹枬、右丞李家駒等函電往

返數次,商討出國遊歷細節。 張元濟在信中表達了強烈的出國意願:“南洋群島華僑眾多,興學訓

民實為本部應盡之職。 至留學歐美,往者品類攸殊,防護維持,尤不容緩,弟於此事極願勉效馳

驅”。􀃊􀁏􀁗不過,由於妹夫馮通伯剛剛病逝,張元濟“尚須旋里為之經理喪葬,子女均幼,一切家政尚待

綢繆”,因之“屈計東渡之期總在初冬時節”。􀃊􀁏􀁘在此期間,外務部又多次電催張元濟回京供職。 故在

諸事安排妥當以後,張元濟遂於 11 月 30 日北上入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張元濟入京前,唐紹儀剛被瞿鴻禨排擠出外務部,其遺缺右侍郎一職由汪大

燮接任。 同時,在 11 月份的中央官制改革中,鹿傳霖、榮慶、徐世昌、鐵良等人被開去軍機大臣職,
滿人大學士世續及由瞿鴻禨推薦的林紹年得入軍機處。 11 月 20 日,清廷又奏准袁世凱開去各項

兼差,交出陸軍第一、三、五、六四鎮軍權。 可以說,在與奕劻、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集團的較量中,
以瞿鴻禨為首的清流勢力暫處上風。 張元濟選擇在此時入京,或與朝中政治形勢變化相關。

張元濟抵京以後,先到學部拜會嚴修,兩人相談甚久,內容涉及南洋興學辦法。􀃊􀁏􀁙12 月 13 日,拜
謁慶親王奕劻,奕劻以儲才館開辦在即,令其“將應調員生開單呈覽”。 次日,張元濟即將名單開

出,保舉伍光建、溫宗堯、嚴璩、夏偕復、容揆、戴陳霖、文惠、李家鏊、陳錦濤、董鴻禕、張煜全、王寵

惠、嚴錦榮、薛頌瀛等十五人。􀃊􀁏􀁚其後,又撰擬《議覆〈駐法劉大臣奏請變通出使事宜〉》、《上外務部

尚書條陳》等公文,就駐外使節人選資格及儲才館事宜提出意見。 1907 年 1 月 12 日,奕劻命張元

濟即日開辦儲才館。 13 日,張元濟即擬訂《籌劃開辦儲才館事宜說帖》一文,將儲才館開辦事宜預

為籌劃。 不料,張元濟突然在 15 日離京返滬。
關於張元濟此次離京的原因,他在後來與師友的信中有所表露,也有學者據此加以分析,􀃊􀁏􀁛但

因史料相對單一,所論不免失之於簡。 實則張元濟在入京前曾致函盛宣懷:“元濟蒙學部相公派赴

東瀛,考察學務,又奉外部邸堂一再電飭入都面商。”􀃊􀁐􀁒結合前文所述可知,張元濟此次入京的主要

目的在於出國考察學務,並借機交接外務部儲才館之事,故其進京以後首先到學部拜會嚴修,論及

南洋興學辦法。 然而,張元濟出國考察之事似乎未能獲得外務部堂官的同意,此後他也一直被外務

部諸事牽絆。 本意既不能達,故有離去之意,這是張元濟離京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張元濟關於儲

才館所調員生等主張遭到內部人員的反對。 據報紙披露,張元濟在將名單開列後,“乃某侍郎與伍

(伍光建)、溫(溫宗堯)二人有隙,必欲撤去,張君力爭不允”。􀃊􀁐􀁓這也得到張元濟本人的證實,他在

致瞿鴻禨、林紹年的信中反復提及“去歲調員之始,事機不順,風聲所播,羅致愈難”。 “儲才館調員

之始,復有阻力,風聲所播,羅致愈難。”􀃊􀁐􀁔可見此事頗令張元濟不滿,故耿耿於心甚久。 此外,張元

濟先前草定的儲才館章程也遭變通,以後所調“學員資格不必過嚴,除搜羅外國遊學生及久辦交涉

人員入館學習外,本國學堂普通畢業生有能通曉外國語文者,皆可廣搜入館肆業”。􀃊􀁐􀁕凡此種種,皆
令張元濟極為不快,這也是促其離京的第二個原因。 復次,官場多是貪圖利祿之輩,張元濟不願與

之為伍。 當時正值中央官制改革之際,投機鑽營之徒競相奔走,“北京則已成為大運動場”。􀃊􀁐􀁖因而

不少有志之士對於官場避而遠之,遠在英國充任使臣的汪大燮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就表示:“兄從前

歸念甚切,然得侍郎之後,反覺游移”,“當此京官爭兢之際,兄以孤根,如何能立,暫躲一躲,亦未嘗

不好也。”􀃊􀁐􀁗張元濟同樣抱此看法,在儲才館擬調員生受阻之後,他即認為此後“賢者必不肯來,而來

者志在利祿,所謂國家思想渺無所知。 若輩在官,安能與之共事! 既食其祿,不能不盡其職,元濟一

身精力幾何,館事已不能勝,其於部務更有何益。 明知於事無裨,而虛與委蛇,問世問心,能不自疚!
與其空言無補,有負列憲委任,何如早自引退,免致素餐之譏”。􀃊􀁐􀁘可以說,官場黑暗污濁是張元濟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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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第三個原因。
除上述因素外,朝中政爭是促使張元濟離京的深層次原因。 其時,清廷內部所推行的官制改

革,實際上也是一次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各方勢力圍繞這一改革不斷明爭暗鬥。 洞悉政治隱情的

汪大燮即稱:“改官制事,非變政,實鬥法,此人所共見。”􀃊􀁐􀁙朝中政治詭譎多變,各種傳聞不斷。 慶親

王奕劻因腿疾請病假,外間“傳說甚危”􀃊􀁐􀁚,以致汪大燮急切地向汪康年詢問:“慶病聞甚重,設有不

諱,此席當屬何人? 此事極要,弟曷思之? 能逆料否?”並主動推薦載澤,蓋“以其人嗜慾少,可免貪

患而有韌力也”。􀃊􀁐􀁛對於外間各種傳聞,身在京城的張元濟自然知悉。 且因與瞿鴻禨的師生關係,京
中關於張元濟的非議亦復不少,朋友形容是“群疑眾謗”􀃊􀁑􀁒。 同時,張元濟聽聞“鐵良將復入軍機”,
故判斷“瞿子久(瞿鴻禨)將不能自固,京都情形視上半年更加黑暗”。􀃊􀁑􀁓因此,為了避免重蹈戊戌年

間的覆轍,張元濟遂有突然離京之舉。
綜上所述,張元濟二次入京的體驗使其僅有的政治希望徹底幻滅,故這次離京明顯帶有引退之

意。 此後,無論是瞿鴻禨本人還是同一陣營的岑春煊、林紹年等人的函電催促,張元濟均托詞不就,
並辭去各項官職,從此淡出官場。􀃊􀁑􀁔

結　 語

戊戌政變以後,張元濟雖因牽連獲咎而退居滬上,但他並未置身時局之外,而常遊走於封疆大

吏之間,冀能裨益於時事。 他在致盛宣懷函中自白:“元濟遷謫餘生,本不當再談國事,惟既生此

土,終覺未能忘情。”􀃊􀁑􀁕國家民族危亡之下,傳統士人心懷天下的精神仍然是張元濟立身處世的內在

特質。 在東南互保、立憲運動、滬杭甬鐵路運動等活動中,張元濟皆有謀劃策動。 不過,這一時期的

張元濟雖然關心時局卻無意於仕途,並曾多次拒絕瞿鴻禨、岑春煊等人的復出邀約。 因之,張元濟

在丙午年間的短暫復出就顯得極為特殊。 對於學部奏調之事,張元濟自言“此事究於前途關係至

大”􀃊􀁑􀁖,投身於教育與沉浮於宦海確實是兩種不同的人生軌跡。 躊躇月餘後,張元濟還是決定進京

觀望一番。 入京後先是在學部供職,但不久即被奏調至外務部兼差。 期間,因涉及外務部人事改

革,他的革新主張引起極大爭議,部中人員極力阻撓。 在“長官未盡融洽,同列復多猜嫌”之下,遂
萌生去意,告假南歸,前後在京時間僅兩個多月。 不過,他離京不久,外務部即多次來電催促。 為擺

脫外務部的人事紛爭,張元濟於是向學部奏請出洋考察,在獲得學部堂官同意後才重返京城。 但進

京以後,其出洋考察的意圖並未如願,提議之策也再次遭到同僚反對,而其本人也即將捲入政治集

團鬥爭的漩渦。 再次目睹官場的黑暗和政治的險惡後,張元濟迅速抽身南下,懷著失望之情告別了

短暫的仕途之旅。
丙午年間,張元濟的為官經歷也折射出他對清廷的心態變化。 學部奏調之初,正值五大臣出洋

考察之時,立憲改革的時代氛圍讓張元濟對清廷重燃希望,並願意重新復出。 但短短幾個月的官場

經歷,讓他對清廷徹底失望,並在心理上表現出一種疏離的態度,這在他寫給瞿鴻禨、林紹年的信函

中皆有表露。 後續清廷又提拔張元濟為郵傳部左參議,但他仍然堅辭不受,依舊表現出對清廷的離

心之態。 進言之,張元濟對清廷的態度,何嘗不是士人與清廷關係的縮影?
庚子以後,士紳階層與清政府的關係雖幾經離合,但大體趨勢是漸行漸遠。 如世人眼中的名士

代表張謇、湯壽潛等人多次拒絕清廷的招攬,若不是出於對清廷的極度失望,他們也不會放棄傳統

上“學而優則仕”的百代人生價值追求。 其時,張謇常有“朝政如此,可歎可歎”􀃊􀁑􀁗的感慨。 不僅在

野名士極度失望,就是在朝為官之人也對清廷不滿。 汪大燮即稱“方今存亡呼吸之際,而當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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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論何事,皆如墮五里霧中”,批評朝政是“破船操舟者,尚不專心檢舵,而彼此以私嫌爭鬥”,進
而憤憤道:“總之,今日是鬼蜮世界,舉朝之上,如糞窖內蛆蟲一般,活趨活噍,不知鬧些什麼。”􀃊􀁑􀁘清

廷本可借立憲之舉挽回士人對政府的向心力,然而,中央官制改革的結果卻令天下士人大失所望。
汪大燮事後稱“立憲事殆如泡影”,而“滿漢見愈重,內閧之局已成”􀃊􀁑􀁙。 徐佛蘇也向梁啟超抱怨,
“政界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 軍機處之名亦尚不改動,禮部仍存留並

立,可歎,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公一腔熱血,空灑雲天,誠傷心之事也。”􀃊􀁑􀁚就連陶湘也稱“立憲之

舉,始而恢張,繼無消息,終成敷衍”。􀃊􀁑􀁛可見,無論在朝還是在野,無論海內還是海外,無論清流還是

濁流,均對清廷立憲舉措有所不滿。 此後,清廷行事愈發背離士人期許,雙方關係愈來愈疏遠,這或

許是理解辛亥年間立憲士人革命轉向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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